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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规则的细化完善与司法适用

陈龙业*

内容提要:《合同编通则解释》就合同解除领域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几个问题,遵循意思自治原

则与维护合同正义、实现纠纷的实质性解决的导向作了细化规定,明确了当事人主张行使解除权

但不符合相应条件而对方同意解除等情形可以依法适用协议解除的规则,强调了通知解除合同的

情形下应当对是否符合解除权行使的条件予以审查的规则,当事人撤诉后再次起诉主张解除合同

的,原则上应当以再次起诉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对于显著轻微违约时能否限制约定解

除权行使的问题,虽然 《合同编通则解释》最终没有规定,但在具体适用中可以参考本司法解释

起草过程中的一些考虑,在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前提下,体系化适用 《民法典》第132条关于

权利滥用之禁止的规定,采用动态系统论的方法,对约定解除权的行使予以适当限制,同时通过

让违约方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来切实做好对守约方的救济。

关键词:合同解除 协议解除 解除权 轻微违约

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

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解除合同是在特定情形下突破合同约束力的制

度,是合同严守原则的例外和补充性制度。〔1〕 法定解除、约定解除和协议解除是合同解除的基本

类型。作为合同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合同解除制度既底蕴深厚,又不断发展。一方面,理论研

究不断深入、实务经验的积累逐渐丰富;另一方面,实务中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法律适用

问题,亟须统一裁判尺度。在广泛调研、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合同编通则解释》)在第52条

至第54条对协议解除与法定解除交织情形的场景化适用问题、通知解除合同时解除权条件的审

查、撤诉后又再次起诉时的合同解除时间确定等问题作了细化规定。下文拟结合笔者对 《合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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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则解释》上述条文的一些理解与思考,就合同解除的有关具体法律适用问题做一探讨。

一、协议解除与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的衔接适用问题

所谓协议解除,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在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解

除合同,使合同效力消灭的行为。〔2〕就协议解除的司法适用,目前实务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主

要有二:一是双方当事人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但对于解除的后果没有约定时,如何认定合同是

否解除以及后续如何处理;二是当事人一方虽然主张行使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但不符合相应条件

而对方同意解除的情形下,如何认定合同解除。为统一裁判尺度,《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2条分

三款对上述问题的法律适用规则作了规定。其中第1款规定:“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时未

对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作出处理,一方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当事人一方另有

意思表示外,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合同解除:(一)当事人一方主张行使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

解除权,经审理认为不符合解除权行使条件但是对方同意解除;(二)双方当事人均不符合解除

权行使的条件但是均主张解除合同。”至于与违约责任、清理结算等事项的衔接适用问题,在第3

款规定:“前两款情形下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六十

六条、第五百六十七条和有关违约责任的规定处理。”下面对此分别予以阐述。

(一)双方达成解除合意而未就清理结算等作出约定时的协议解除认定

关于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但未就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事项作出处理

时,合同是否解除,理论和实务中存在不同认识。有观点认为,只有当事人对违约责任、清理结

算的事项作了明确约定才能构成协议解除。〔3〕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双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意

思表示一致,就可以解除合同,对违约责任、清理结算事项的约定,不影响合同解除的构成。至

于解除合同的后果问题,可以由当事人协商,是否恢复原状、如何恢复原状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决

定。如果没有约定,则适用法律规定。〔4〕《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2条第1款采纳了第二种观点。

此主要考虑协商解除在本质上也属于双方的合同行为,当然也要遵循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本规

则。概言之,协商解除合同是对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维护,旨在最大限度鼓励当事人通过沟

通、协商或事先约定合同解除事由的方式来解决合同履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主观、客观障碍,使

当事人能够从合同的拘束中及时解脱出来,实现市场资源的有效再配置。〔5〕合意解除效力的核

心单元,在于终结当事人基于特定交易目的而注入广义之债中的意定内容及与其相匹配的法律效

果。当事人只要关于合意解除效力之最小单元已有共识,即便未对解除后的清算问题明确达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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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仍可成立合意解除。〔6〕在立法机关的有关释义书中也认为,如果双方都明确同意解除,即使

双方未就协商解除后的法律后果作出约定,只要双方解除合同的意思形成一致,一般也可以认为构

成协商解除,除非协商解除的意思表示以对解除后果形成一致意见为前提。〔7〕当然,同样是基于

对意思自治原则的遵循,《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2条第1款也作了但书规定,明确了当事人另有约

定则依照其约定的规则。也就是说,当事人约定就清理、结算等事项协商一致时合同方可解除的,

该约定应当依法予以认可。如果协商解除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如违背公序良俗,则解

除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合同未被解除,仍然需要继续履行。〔8〕在认定协商解除时,最重要的

是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有关意思表示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

可以在诉讼外达成一致,也可以在诉讼中达成一致。〔9〕解除合同的协议本质上也是一个合同,类

似于一种广义的和解协议。解除合同的合同应当符合合同成立与生效的一般条件。〔10〕

(二)解除权条件不能成就时协商解除的适用

对于这一问题,以往的实务对此同样认识不一。有的认为这时应当适用法定解除或者约定解

除的规则,如果不符合相应的解除权行使条件,则不能判决解除合同;有的则认为只要一方同意

解除或者双方均主张解除,可以不必审查解除权行使的条件,而径行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第562条第1款关于协商解除的规定,判决解除合同。为统一裁判

尺度,《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2条第2款明确了两种情形下的协议解除规则:

其一,当事人一方主张行使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对方也同意解除的情形。这时

人民法院仍然要审查主张行使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是否享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如果该解除权

成立,则应当适用 《民法典》第563条、第564条、第565条的规定,而不能直接适用协商解除

的规定。特别是在解除合同的时间点上,行使解除权通过通知解除的,合同自通知到达时解除,

通过起诉或者仲裁解除的,经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审查确认该解除合同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

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而协商解除的,合同应是自达成合意时解除。但是如

果经审查认为该解除权不成立,而对方又同意解除的,这时可以适用协商解除的规定。比如在

“武某灿与吴某东合伙协议纠纷”中,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武某灿在原审中诉请解除其与吴某东

签订的 《合伙协议》,吴某东对此明确表示同意,再审庭审中,双方亦再次确认同意解除 《合伙

协议》,故当事人协议一致,可以解除合同。〔11〕此种情况下,双方所具有的解除合同的意愿是清

晰明确的,故应尊重当事人之意愿发生合同解除的后果。〔12〕

需要注意的是,当法院经审理认为解除权不成立时,可以进行必要的释明,进一步明确当事

人的诉求是解除合同还是行使解除权。经过释明,当事人仍然坚持解除合同的,则可以认为其提

出了解除合同的要约,对方的同意构成承诺,解除协议成立。〔13〕就释明的问题,实务中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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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仅主张解除合同但对于赔偿损失或者恢复原状没有提出请求的情形,这时本着纠纷的实质

性解决、减轻当事人诉累的考虑,不宜机械适用不告不理原则。经过释明,当事人仍然坚持不提

出请求,可以在裁判文书中指出另行诉讼的途径,以便尊重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14〕换言之,

当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原则上应当通过释明再结合当事人的诉请一并处理合同解除后的责任承

担等相关后果。

其二,双方当事人均不符合解除权行使条件但是均主张解除合同的情形。依法理,双方当事

人均主张行使解除权的,人民法院同样应当审查当事人的主张是否符合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只要

有一方的主张符合解除权行使的条件,就应当适用法定或者约定解除的规定。如果双方的主张都

符合解除权行使的条件,这时解除合同的时间点应当以最先到达对方的解除合同通知的时间为

准。如果双方当事人的主张虽然都不符合解除权行使条件但却均主张解除合同,这就表明该双方

当事人都不希望继续受合同约束,故可以认为已经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对此情形,可以认定存

在两个合意解除的要约,依交叉要约成立解除合意,成立时点以后到达之表示为准。〔15〕进而言

之,双方当事人虽然对于解除的事由及清理结算后果持不同意见,似乎未以 “要约—承诺”方式

订立一个解除原合同之新协议,但双方均追求 “即时终止合同”这一单一的解除效果,达成了最

低限度的解除合意,即 “均同意解除合同,解除后果交由法院裁量”。实务中,这种情形并不鲜

见,例如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与承租人可能均希望先确认合同解除,以尽快办理房屋交

接,避免承担诉讼期间的租金或占有使用费。〔16〕合意解除相较法定和约定解除,其优势在于不

必审查解除权行使是否符合法定要件即可直接确认解除生效,以尽快消除合同是否解除的不确定

性,使得合同主体尽快重新安排经济生活,这也符合经济原则。

此外,《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2条第3款明确了 《民法典》第566条关于合同解除的法律后

果以及第567条关于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清理结算条款效力的规定,这些规则对于协议解除

同样适用。这既是协议解除的一般规则,也是衔接该条前两款规定情形的细化规则。当然,对于

有关协议解除后的清理结算以及违约责任承担的问题,当事人另有约定的,则依照其约定处理。

有观点认为,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违约责任作出约定的,如违约金的计算、约定违约定金等,也可

以认为是合同中的结算、清理条款。〔17〕此对于相关实务问题的处理具有指导参考意义。

二、通知解除合同时对合同解除权的审查问题

(一)《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3条规定的由来

合同一方当事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是否需要以其享有合同解除权为前提的问题,具有普遍适

用性且长期存在争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81·

〔14〕

〔15〕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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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下简称 《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

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

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

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如何理解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实务中有不同看法,比如有观点认为,解除权人送达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合同相对方在收到解除

合同通知书后应在异议期内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但如果合同相对方没有在异议期

内提起确认解除合同是否有效的确认之诉,而在合同纠纷中法院再对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定情形

进行实质性审查,将使 《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的规定形同虚设,导致解除合同的效

力长期处于不确定和不稳定状态,这与合同法立法目的相违背。这一观点的实质是,不论发出解

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法定或者约定的解除权,只要当事人在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后,未在法定或

者约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合同就直接解除。〔18〕进而言之,如果相对人未在约定或法定的异议期

间内提出异议,则法院仅需要对此做形式审查,即一旦发现存在逾期情形,就可以驳回相对人的

异议,而不必就解除权是否成立做实体审查。针对上述争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 <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作了

回应:“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

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19〕2019年 《全国法院民商

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 《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总结以往的经验做法,在第46条规

定:“审判实践中,部分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第24条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不论发

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有无解除权,只要另一方未在异议期限内以起诉方式提出异议,就判令解除合

同,这不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有关规定。对该条的准确理解是,只有享有法定或者

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不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向另一方发出解除通知,另

一方即便未在异议期限内提起诉讼,也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果。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当审

查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来决定合同应否解除,不能仅以受通知一

方在约定或者法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内未起诉这一事实就认定合同已经解除。”这一规则已为审判

实践所普遍遵循,比如在 “某力公司与某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

力公司主张某星公司未对其发出的解除通知提出异议表明双方合同已经解除的观点能否成立,还

应审查其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符合 《合同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规定的情形。 《合同法》

第93条第2款规定的是合同的约定解除,而本案合同并未对此作出约定,双方也未达成解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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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年版,第310页。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作出的 《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合同法解释 (二)第24条问题的答复》,结合合同解除

异议权的行使问题,指出:“如果合同当事人一方在不具有解除权的情况下,向对方发出了解除通知,对方在本条规定的异议期

经过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是否支持,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各地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均存在争议。肯定的

观点主张,本条适用的前提是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具有解除权,否则,对方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受异议期的限制,本条不适用,
人民法院对解除异议的诉讼请求仍应支持;否定的观点主张,异议期限经过,异议权不再受法律保护,此时无论解除合同的一

方是否具有解除权,对方当事人均无权再对合同解除提出异议,故对此种情形下的异议诉请,人民法院不应支持。以上两种观

点,均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根本差别在于对异议权的性质、异议期限经过的后果等认识不同。对此,最高法院将

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以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或典型案例等形式,明确提出相应的意见,以统一裁判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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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新的合意,因此本案不存在约定解除的情形。原审查明并认定,某星公司从2011年5月初

即开始多次通知某力公司交付第二批货物的发货款,而某力公司一直未支付,已构成违约,某星

公司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拒绝履行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此种情况下某力公司无法定解除权,

其向某星公司发出的解除通知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20〕在系统论证,特别是重点吸收

《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46条规定的基础上,《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3条对通知解除合同是否

必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的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并以对方未

在约定的异议期限或者其他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其是

否享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进行审查。经审查,享有解除权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

时解除;不享有解除权的,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这一规定不仅是以往审判实践经验的结晶,

同时也是依照法理逻辑得出的必然结果:

其一,合同解除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条件是既有法律规定的题中应有之意。依体系解

释,《民法典》第562条第2款规定了 “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

563条也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也就意味着,不具备相应条件,

当事人即不享有解除权,自然不能行使解除权而单方解除合同,即使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对方未

提出异议,也不发生解除合同的效果。〔21〕此外,《民法典》没有规定异议期间制度,在解释上,

应当认为放弃了这一规则。在结果上,还是允许相对人无限期地提起解除权效力的确认之诉。这

也能够印证本无解除权的当事人不能仅凭通知后对方未在异议期限或者其他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

而主张合同已经解除。有观点进一步指出,《合同法司法解释 (二)》所确定的异议期间,即使

仍然保留,也应当弱化相对人未在异议期间内提出异议的效力。如果相对人在异议期间内提出异

议,首先,解约方可以撤销解除通知,其次,解约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证明自己享有合同

解除权,否则就应承担败诉后果。但是,如果相对人未在异议期间内提出异议,则解约方只需初

步举证证明其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对方收到了解除合同通知,无需举证证明自己享有解除权,

此时举证责任转移,由相对人举证证明解约方不享有解除权。〔22〕此观点通过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较好平衡了解除权实体审查和异议期制度的冲突,对于督促合同双方及时行使权利、消除合同的

不确定状态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合同解除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条件是遵循诚信原则乃至维护合同正义的必然要

求。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合同一旦解除对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巨大,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

地对合同解除权加以严格限制,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23〕无论是法律规定的解除还是当

事人事先约定解除权,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满足了这些条件,当事人才能行使解除权。〔24〕

如果不以上述 《民法典》规定的解除合同的实质要件为要求,那么当事人动辄以通知的形式解除

合同,极易引发当事人滥用合同解除权。希望摆脱合同约束的一方当事人,无论是否明知自己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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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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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2016)最高法民申1049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236页。
参见朱虎:《解除权的行使和行使效果》,载 《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5期。
参见姚宝华:《合同法解释 (二)第24条的周延性适用》,载 《人民司法》2011年第22期。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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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解除权,都会在投机心理驱使下更有动力发出解除通知,以求在异议期间经过后,解除原本无

法解除的合同。〔25〕这无异于纵容违约一方或不愿意继续履行的一方 “通过合同解除的方法逃避

责任”〔26〕,不仅严重违反了 “契约必须遵守”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还造成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

义务的失衡,严重冲击合同关系的稳定性,危害交易安全。〔27〕

其三,合同解除须以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为条件,蕴含着权利义务平衡保护的基本理念。《民

法典》第565条并未对发出通知的形式作出明确要求,但对受领通知的一方异议方式作出严格的

规定,那就是,只能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提出异议。相比之下,发出解除通知成本很小,而

以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提出异议,需要投入相对高昂的人力、物力、财力。为弥补此种权利义务

的不均衡、不对等,有必要适当提高对发出通知一方的资格要求,这就要求其享有合同解除权这

种实体权利。〔28〕如果不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甚至违约方径行发出解除合同的

通知,这时仍然要求受通知一方必须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就此提出异议,其结果只能是不当加重

该方当事人的负担,在政策导向上使得遵守合同约定的一方当事人利益受损。

(二)人民法院对无解除权而通知解除合同的审查认定

如上所述,当事人之间因合同解除发生争议时,不论对方是否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人民

法院均应当对主张解除的一方是否享有解除权进行审查。经审查确认其享有解除权的,即适用

《民法典》第565条的规定,合同自通知到达时解除。假如通知解除合同的一方并不享有解除权,

则不得单纯以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而认定系争合同已被解除。〔29〕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是否享有解

除权进行审查,主要就是审查是否符合 《民法典》第562条规定的约定解除权、第563条规定的

法定解除权以及 《民法典》及其他法律规定的具体行使解除权的情形。至于当事人没有法定或者

约定解除权而向对方发出解除通知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理论上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无

解除权而发出的 “解除合同通知”只能视为一方当事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要约,只有经过对方的承

诺才能达致双方解除合同的效果。〔30〕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无解除权而单方发出 “解除合同

通知”即非法解除,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比如,在 “郭某军、雷某波等股权转让纠纷

案”中,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

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法》第108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

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泓泽公司 (编者注:被上诉人)在不享有解除权的情况下,擅自向郭某军发

出解除通知,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有违法律规定,构成根本违约。”〔31〕这一观点实质是将非法

解除的行为视同于合同法上的预期违约,从而适用预期违约的法律效果。还有观点认为,对此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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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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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贺剑:《合同解除异议制度研究》,载 《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
王利明:《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9页。
参见陈龙业、宋韦韦:《合同解除异议权制度适用中的争议问题探讨》,载 《人民司法》2014年第15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年版,第311页。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1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年版,第311页。
最高人民法院 (2017)最高法民终607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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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区分具体情况: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明知或应知自己并无解除权而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

从而明确表明或以自己行为表明将不再履行合同,则无疑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如果合

同当事人一方有证据能证明其善意而合理地相信自己有单方解除权而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即便最

终未得到法院认可,也不能轻易认定其承担违约责任。笔者认为,无解除权而发出 “解除合同通

知”并不当然等同于预期违约。前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是否发生解除的法律

后果需要法院对解除权之有无进行实质审查。后者系合同一方对履行承诺的违反,其法律效果为

使另一方获得单方解除权。从维护契约精神、坚持有约必守的视角看,对于通知解除合同一方当

事人是否承担违约责任,应当以其行为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即其没有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

为基本判断条件,不能简单地认为当事人一方善意不知道自己没有解除权还发出解除通知从而就

可以不履行合同义务。

三、一方当事人撤诉后再次起诉时合同解除时间的确定

(一)《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4条规则的确立

《民法典》建构起通知解除和司法解除二元并存的合同解除权行使模式。〔32〕在以往审判实践

中,如果解除权人未通知对方而直接起诉或申请仲裁主张解除,人民法院在认定解除的时间方面

有三种可能性,即起诉时、诉状副本送达时或裁判作出时。本质上解除权的行使是一种意思表

示,应按意思表示规则认定其生效时点,而将载有解除意思的诉状或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构成

了意思表示的到达,从而发生效力。〔33〕《民法典》第565条第2款即采取了这一做法。该款规定

明确了公力救济时合同解除的时间节点,赋予送达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书副本以解除通知到

达的效力,使得合同解除规则得到细化,殊值肯定。〔34〕但是,对于当事人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又

撤诉,之后又再次诉请解除合同的,合同是自载有解除请求的前诉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时

解除,还是自后诉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时解除,理论和实务中普遍存在争议。有观点认

为,原告撤诉不意味着撤销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主要理由是,原告第一次起诉实际上主张了两

个权利,一是通过起诉行使法定解除权,二是向被告主张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权利。就形成权

而言,解除通知一旦送达,解除权人是无权撤销的;就请求权而言,原告撤诉后仍可再行起诉。

也就是说,就形成权范畴内的解除权行使而言,合同在前诉中已经因为解除而消灭。〔35〕也有观

点认为,这涉及形成权行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在诉讼上行使实体法上的形成权时,由于

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的不同规则,这种形成权之行使行为究竟应当依实体法或民事诉讼法,抑或

兼采二者予以规范和评价,也即涉及诉讼上行使形成权的性质应当如何界定的问题。是故,对于

原告以起诉方式主张解除合同等诉讼上合同解除权之行使的情形,性质上应认定为包括了实体法

上行使合同解除权之意思表示与诉讼法上向法院主张合同解除之陈述,系法律行为与诉讼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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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海燕:《合同解除之诉的解释论展开》,载 《环球法律评论》2022年第5期.
参见朱晓喆:《<民法典>合同法定解除权规则的体系重构》,载 《财经法学》2020年第5期。
参见刘凯湘:《民法典合同解除制度评析与完善建议》,载 《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
参见郑倩:《解除权行使的疑难问题考析》,载 《人民司法·应用》2009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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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原告以起诉方式主张解除合同之后又撤诉的,其撤诉行为不影响解除合同之表示在实体法

上的效力。〔36〕还有观点认为,依照 《民法典》第565条第2款的规定,合同是否发生解除的后

果取决于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当事人行使解除权的条件是否成就,原告撤回起诉表明解除条件是

否成就处于不确定状态,故应当视为原告撤回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综合各方意见,《合同编通则解释》第54条最终明确了以再次起诉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

事人的时间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点的一般规则,“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的方

式主张解除合同,撤诉后再次起诉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经审理支持该主张的,合同自再次起

诉的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但是,当事人一方撤诉后又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且该通知已经到

达对方的除外。”此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这更符合 《民法典》第565条第2款的文义,依据该

款规定,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当事人一方解除合同的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

申请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当事人起诉后又撤诉相当于其对合同解除并未通过诉讼的方式主

张,只有 “再次起诉”予以主张,方可满足通过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来确定合同解除时间的基本

要求。其次,从逻辑上讲,合同在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的前提是人民法院确认当事人解除

合同的主张。因此,即使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起诉状副本已经到达对方当事人,在未经人

民法院审理确认其主张之前,并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这与当事人通过诉讼或者仲裁的方

式主张权利来中断诉讼时效有根本区别:诉讼时效中断的基本要求在于当事人有积极主张权利的

行为,并无其他条件要求;而当事人通过诉讼方式解除合同的,其还需要经过法院确认这一基本

条件,即享有法定或者约定的合同解除权。如果法院经审查认为其不享有解除权,合同当然不发

生解除的法律效果。再次,当事人一方起诉后又撤诉的,对方当事人嗣后可能还有履行行为,或

者两次起诉主张解除的理由不同,如果以第一次起诉状副本送达的时间为合同解除时间,这对该

对方当事人而言会存在有失公平的问题。最后,这样规定在实践中也较为便利:一是当事人一方

起诉后又撤诉的,对方嗣后可能还有履行行为,或者两次起诉主张解除的理由不同,如规定第一

次起诉状副本送达时解除,可能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二是在两次起诉的诉讼请求和理由不变的情

况下,如果按第一次起诉状副本送达时解除,势必导致受理第二次起诉的法院须对第一次起诉的

材料进行审查,导致撤诉权利的滥用,认定第二次起诉的起诉状副本送达时合同解除,也有利于

减轻法院的负担。〔37〕事实上,对于这一规则的确立,实务中也积累了有益经验,比如在 “宋某明

与某交通枢纽场站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中,法院生效

裁判认为,对于合同解除时间,原告宋某明认为应以前诉的民事起诉状副本送达场站公司的时间作

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解除时间,但其虽曾向法院提起过诉讼,可其在法院依法判决前

自愿申请撤诉,其认为以前案起诉状副本送达时间作为本案认定合同解除时间于法无据。〔38〕

需要注意的是,原告起诉解除合同后又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继续履行的,这时不能以起诉状副

本已经送达对方当事人为由来认定合同已经解除。此理由也同于上述阐释,以起诉状副本送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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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参见曹志勋:《论我国法上确认之诉的认定》,载 《法学》2018年第11期。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

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600页。
参见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川0191民初4635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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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时作为合同解除时间的基本条件是人民法院确认当事人解除合同的主张。在原告起诉解除合同

后又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其解除主张未经人民法院审理并确认,不发生解除效力。特别是,

如果这时当事人的诉请已变更为继续履行,这时再以前面起诉状副本送达对方当事人来认定合同

已经解除,也明显与 《民法典》第565条第2款规定的本意不符。

(二)与通知解除规则的衔接适用

在当事人一方撤诉后又再次起诉前的期间内,如果发生该方当事人通知对方解除合同的情

况,这时应当适用 《民法典》第565条第1款的规定确定合同解除的时间。若解除权人先发出解

除通知,而后又向法院诉请解除合同,因通知作为解除之意思表示在先,合同解除时间仍为解除

通知到达生效之时。〔39〕对此,实务中还有两种情形需要注意:

一是当事人在第一次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前,已经在诉外自行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且该通知到达

对方的,那么其起诉仅是起到确认通知解除合同效力的效果,其撤诉后,合同仍自诉外通知到达

对方时解除。

二是实务中还存在一种情形是解除权人直接诉请解除合同,后又直接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

通知,这时如何确定合同解除的时间也值得研究。对此笔者倾向于认为,从 《民法典》第565条

第2款的文义以及体系化理解的角度出发,有必要以载有解除合同内容的起诉状或仲裁申请书送

达对方时作为合同解除的时间,因为这一个时间点要早于后续的通知时间点,也就是说,经人民

法院审理后在一个更早的时间点上已经解除合同,自然就没有后续解除合同的可能。但是,如果

在后诉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即使是诉讼外达成,这时就应当适用协议解除

的规则。

四、显著轻微违约情形下约定解除权行使的限制

就合同解除而言,由于其适用的广度,实务中还有其他具有普遍适用的争议问题,有的在

《合同编通则解释》起草过程中曾作过规定,但因各种原因最终没有规定。当然,按照不得拒绝

裁判的基本要求,针对实务中存在的某类问题,并不妨碍根据公平合理的思路,遵循基本的法理

继续作有益探索。显著轻微违约情形下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是否应当受到必要限制,就是其中较为

典型的问题。究其实质,这涉及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价值理念的认识与协调问题。从世界范围

看,强调合同自由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现代,合同正义是与合同自由并列的基本原理。〔40〕

尽管无法否认合同自由在合同法制基本原则序列中的优势地位,但合同正义的确在很多方面起到

了对合同自由的修正作用。要客观、准确理解合同自由的制度内涵,必须顾及各种管制性规则对

合同自由的限制,认识到 “自由”这一概念本身的边界。〔41〕作为合同严守的例外,解除权之行

使必须严格按照明确严格的方式进行,以维护交易安全,防止其被滥用而危及合同之严肃性,同

时避免合同当事人因不确定合同是否业已解除继续履行而造成损失,从而在意思自治与合同严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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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0)民一终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日〕大村敦志:《近30年来日本的民法研究》,渠涛译,载 《清华法学》2012年第3期。
参见许德风:《合同自由与分配正义》,载 《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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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达致平衡。〔42〕

所谓 “轻微违约”,是指不构成根本违约的违约行为。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轻微违约,视为

不违约”〔43〕。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5款明确规定:“违约并非重大时不得解除合

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1.5条第4项也规定了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属于 “轻微违

约”,则不适用有关解除合同的规定。如果当事人约定 “轻微违约”甚至 “微不足道的违约”作

为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则法庭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认定该约定无效。在总结理论研究和实务

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 (征

求意见稿)》第55条曾分两款就显著轻微违约 (类似于上述的 “微不足道的违约”)不得解除

合同的一般规则作了规定,其中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对方的违约行为符合约定的解除事

由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非

违约方合同目的的实现,解除合同对违约方显失公平的除外。”由此尽量实现合同自由与有约必

守乃至鼓励交易、合同正义之间有机平衡。第2款进一步规定:“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非违

约方主张对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由此明

确了显著轻微违约虽不予解除合同但并不影响违约责任承担的规则。但由于这一规定涉及对当事

人约定解除权的限制,存在与 《民法典》第562条第2款规定的在确定解除情形下 “解除合同的

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契合问题,也就存在统一设置这一规则与意思自治原则

是否完全吻合的争议,《合同编通则解释》最终对此没有予以规定。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第55条的整体思路

是符合基本法理判断的,也有既有实务经验的支持。如在 “詹某、詹某运与百盈公司商品房销售

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裁判认为,百盈公司虽逾期完善涉案房屋的相关资料存在违约行为,但违

约程度轻微,申请人亦未举证证明该违约行为导致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二审判决对申请人解除涉

案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44〕上述处理思路可供在今后理论研究和实务裁判中参考探

索,这也有利于为相关适用规则的成熟完善提供助力。只是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必须吃透意思自

治的基本原则和鼓励交易以及维护合同正义的基本价值导向,充分考虑各种具体因素来认定是否

构成显著轻微违约,避免裁量权的不当运用,进而影响裁判尺度的统一和合同正义的实现。具体

而言,就显著轻微违约对约定解除权的限制问题,在具体法律适用路径上,笔者考虑了以下法理

考量和实现路径供参考指正:

其一,把握好基本理念。从法理上讲,在一方仅存在显著轻微违约行为,也未对合同履行造

成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倘若赋予另一方解除权将产生严重的利益失衡,一概固守意思自治的话,

会产生僵化适用的后果,不利于纠纷的实质性解决。但也要遵循衡平的理念,要对显著轻微违约

行为作从严认定,避免形成对权利不得滥用规则的滥用,而对意思自治原则造成过大冲击。对于

约定解除权的限制只能是合同自由的例外,必须严格掌握对显著轻微违约的认定标准,否则会进

入践踏意思自由与放纵肆意违约的两难窘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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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薄燕娜、李钟:《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民法典>合同编第565条评释》,载 《法律适用》2021年第6期。
梁慧星:《合同通则讲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93页。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0)粤民申9775号、9776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王坤:《显著轻微违约对合同解除权的限制》,载 《人民司法·案例》2021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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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用足现有规定。一方面,在裁判说理中要遵循 《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7

条的既有规定处理。该条规定:“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

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

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

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另一方面,要采取体系化适用

的思路,用足 《民法典》的现有规定,包括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比如对诚信原则、公平原则的

适用,以及在理念上对鼓励交易的遵循。据此就不应轻易否定一个已经生效甚至已经作出大部分

履行的合同,尤其是在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较为宽泛的情况下,这一限制尤为必要。〔46〕特别是

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直接适用 《民法典》第132条关于权利滥用之禁止的规定。在违约方仅有显

著轻微违约的场合,不解除合同对守约方没有实质影响,解除合同却会对违约方造成严重损害,

如果审判实践中任由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权事由发生即承认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效力,显然是

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过度放任。而且,如果对当事人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情形一概不作深入审查,

极易产生变相鼓励解除权人滥用合同解除权,借机谋取不当利益或造成违约方过高损失的投机行

为,诱发合同履行的道德风险。〔47〕

其三,用好动态系统论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在个案裁判中,综合考虑个案中的具体因

素,比如轻微违约是否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及过错程度、守约方是否以此解

除合同而故意损害违约方利益、此违约行为对守约方所造成的损害以及对此损害通过其他救济方

式能否救济、解除合同对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和对社会财富的浪费、违约方因此合同履行的获

益情况、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以及行业惯例等,来判定合同是否应予解除。这其中是否影响合

同目的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当然,这也要结合其他因素,比如能否通过其他救济措施 (通

常是损害赔偿)予以替代来实现合同目的。在一个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法院生效裁判认

为,出租人的交易目的是通过支付融资款获取利润,而承租人的主要目的则是支付租金获得租赁

物的使用权,在承租人仅逾期不足两期且保证金足以冲抵欠付租金的情况下,其迟延履行行为并

不妨碍某融资租赁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48〕特别是,在当事人约定一旦违反合同义务就要解除

合同,甚至违反附随义务都可以解除合同,而违约方仅有轻微过错或者仅是违反附随义务的情况

下,就有必要慎重把握守约方解除合同的主张。但是,如果守约方已经催告对方在合理期间内履

行相应的合同义务,对方仍未履行,而此合同义务的违反已属于当事人约定的因违约解除合同的

事由,则另当别论。尤其是,如果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显著轻微且给守约方遭受的损害相对较为微

小,比如一方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 (如已经支付了全部1亿元价款的9950万元,仅剩下

50万元尾款未付),这时完全可以采取其他违约责任承担方式来救济守约方的损失,而一旦解除

合同会对违约方造成巨大损害,作为例外情形,这时有必要对守约方的解除权予以限制;如果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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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9年版,第315页。
参见刘浩:《合同约定解除权行使的限制暨 “显著轻微”的认定》,载微信公众号 “天水中院”,2022年3月16日。
参见刘永强、王浩:《显著轻微违约对合同解除权的限制———天津三中院判决某融资租赁公司诉宋某某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案》,载 《人民法院报》2022年7月28日,第0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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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明知这一情形甚至就是以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而行使解除权,这时更有必要予以限制。实务

中不乏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可以参考,比如,“某贸易公司诉上海某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等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案”中,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当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显著轻微时,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对合

同约定解除权予以适当限制。是否构成显著轻微违约,可从违约方的主观过错、违约行为程度、

违约行为后果三个方面分析,并结合守约方行使合同约定解除权的方式和时间、合同当事人对于

违约行为的态度、违约行为与解约损失的关系等因素予以综合认定。〔49〕又如,在 “邓某华、文

某英等诉某连锁酒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当事人有轻微违约行为导致

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但解除合同将导致缔约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的,人民法院可基于案件具

体情形,运用公平原则限制约定解除权的行使,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50〕但是,这也不意味

着违约方存在显著轻微违约的情形下,守约方就一概不能解除合同,如果上述因素中当事人约定

轻微违约能够解除合同的情形符合当事人之间以往的交易习惯、行业惯例,抑或在两个商主体之

间,这一严格约定对应着违约方在这一合同履行中获得的高收益的情形,这时允许守约方行使解

除权既符合有约必守的原则,也符合实质意义上合同正义的维护。

其四,做好对守约方的救济。在违约方显著轻微违约的情形下,守约方在此情形下虽未能通

过合同解除得到救济,但这并不影响其通过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比如损害赔偿、继续履行或

者其他补救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害。比如,在 “富尔达全息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诉深圳市义乌

小商品批发城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虽然义乌公司就此构成违约,但违

约情节较轻,基本不影响双方实现合同目的,富尔达公司可依法要求义乌公司对此予以恢复原

状,义乌公司应在富尔达公司要求的合理期限内予以恢复原状。〔51〕在具体个案中,违约责任自

然也包括违约金的适用,笔者认为,这时如果存在违约金的调整问题,在幅度上应该更加适当体

现违约金的惩罚性,以在对违约方减少更大损失的同时,更加衡平地体现对守约方适当有力的

保护。

五、结 语

合同解除的法律适用规则是民法理论博大精深的典型体现。诚如崔建远教授所言,合同解除

直接关乎合同效力的延续与否、既存权利义务是终止抑或清算、形成权和抗辩 (权)的产生与援

用,辐射至物的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附着的担保的命运以至诉

讼时效,遍及民法的半壁江山,实则 “套牢”了民法的骨干。〔52〕《合同编通则解释》对有关协议

解除与解除权行使的衔接适用、法定解除抑或约定解除情形下对解除权行使条件的审查以及当事

人撤诉后再次起诉主张解除合同时合同解除时间的认定问题作了细化规定,对于统一相关案件的

裁判尺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助力和丰富了合同解除的理论体系。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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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 (2019)苏0585民初6492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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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粤03民再2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崔建远:《完善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建议》,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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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合同解除制度所覆盖纠纷案件的广泛性,必然需要法律适用规则上更加

体系化和精细化,与之相伴生的就是有些规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甚至探索积累,本文第四部

分所探讨的显著轻微违约情形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问题即是其中典型体现。除此之外,有关合同

解除异议权的性质及其行使问题,涉他合同、未生效合同、可撤销合同的解除问题,金钱债务合

同僵局打破路径下的违约方合同解除权问题等等,还需要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实务中进一步积累

经验,通过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使合同解除相关法律适用规则更加成熟,进而在司法解

释层面予以规定,发挥其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更大效用。

Abstract:TheInterpretationoftheGeneralPrinciplesofContractshasmadedetailedprovisions

onseveralgeneralissuesinthefieldofcontracttermination,followingtheprincipleofautonomy

ofmeaningandthedirectionofmaintainingcontractualjusticeandrealizingsubstantivesettlement

ofdisputes,andhasclarifiedthatthepartiesclaimingtoexercisetherighttoterminatethe

contract,butfailingtocomplywiththecorrespondingconditions,andtheotherpartyagreeingto

terminatethecontract,etc.,canbeappliedinaccordancewiththeruleofterminationbyagreement.

Therulethattheconditionsforexercisingtherightofrescissionshouldbeexaminedinthecaseof

noticeofrescissionwereemphasized.Ifthepartywithdrawsthelawsuitandthensuesagainfor

rescissionofthecontract,therescissionshould,inprinciple,becarriedoutwhenacopyofabill

ofcomplaintofthesecondlawsuitisservedontheotherparty.Astothequestionofwhetheritis

possibletorestricttheexerciseoftherightofrescissioninthecaseofasignificantminorbreachof

contract,althoughtheInterpretationoftheGeneralPrinciplesoftheContractdidnotstipulatein

theend,itisnecessarytorefertosomeoftheconsiderationsintheprocessofdraftingthisjudicial

interpretationforspecificapplication,andtosystematicallyapplytheprovisionoftheprohibition

oftheabuseofrightsinArticle132oftheCivilCodeunderthepremiseofrespectthetruemeaningof

theparties,andtoadoptadynamicsystematicapproachtoappropriatelylimittheexerciseofthe

rightofrescissionofthisagreement.Theexerciseoftherightofterminationshallbeappropriately

restricted,andtherelieftothecontractualpartyshallbeeffectivelyprovidedbymakingthe

defaultingpartyliableinaccordancewiththelaw.

KeyWords:contracttermination,agreementtoterminate,rightofrescission,minorbreach

of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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